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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演进与发展
———基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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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是文明的重要标识，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特别是在近

二十年里先后颁布了两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体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和重要的

实践指导价值。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道德的主流话语由革命型道德向生
活型道德转型，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新型义利观取代了义务型义利观。2001年的《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启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新纪元，掀起了道德建设的高潮，同时，二十字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供了重要基础。《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则强调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为切入点，以实现“育新人”
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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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意义上看，道德既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它还

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窗口和衡量标准;从个体意义上看，道德不仅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同时也

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的那天起就非常重视道德建设，特别是近二十
年来在公民道德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 2001年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下简
称 2001《纲要》) 和 2019年修订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下简称 2019《纲要》) 便是这
些成就中的里程碑，梳理这两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精神及其前后承接和发展的关系对进一步

推动公民道德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公民道德话语转换与新型义利观确立

我国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发展转向，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化需要的任务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为此需要形成最大限度的道德共识，结成最大范围的道德共同

体和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国民的积极性，这时，在客观上就要求道德主体向法治意义上的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公约数“公民”转化。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出现了“精神文明”的概念，但并没有将其细化。1986年《中共中央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将“精神文明”的内容规定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
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①同时，提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公民”的人的素质提升目标。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公民”范
畴。“公民”概念在此决议中出现了五次，足见其重要地位，并强调要“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
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道德教育”范畴，并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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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即“四有新人”，最早来源于 1980 年邓小平的题词，1985 年开展培养“四有新
人”活动) ，用的是“新人”而不是“公民”。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界定社会主义文化时指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首次
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公民”概念，“四有”的主体由“新人”改为“公民”。1996 年《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公民”概念出现了 5 次，其中两次都是
从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谈公民素质或道德建设的，这是对 1986 年那个《决议》的继承和
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出现“公民道德”的概念，这显然是对 2001 年颁布的《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的政治支持和政治强化。“公民道德”概念的提出预示着道德话语方式和道德生活
价值取向已发生重大转变，因为“公民”是个蕴涵着个体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法治范畴，“公民”既
是义务主体，也是权利主体，权利与义务在公民主体身上得到了辩证统一，而“人民”或“无产阶级”
是整体性的和政治化的抽象范畴，难以通过个体性的主体来标识和呈现，因而，其权利便是模糊的和

抽象的。“公民道德”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国家和社会正在走向法治的轨
道，客观上需要用“公民道德”新话语替代“无产阶级道德”这一传统话语; 另一方面，在国家的经济
和政治基础得到了相对巩固以后，个人的利益需要满足的迫切性便日益呈现，这时国家也有了满足

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组织能力等条件，以“无私奉献”的集体利益至上为价值特征的革命道德要求或
革命型的义利观将回归到对党员干部这一先进分子群体的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普通百姓而言，将

建构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生活道德理念，即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共生

发展为目标，二重互为道德责任但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因为它是公民个体的长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的义利辩证统一的生活型道德理念。正如 199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概括的那样:“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
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②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义利观概念，并界定了什么
是社会主义义利观。从义利观的内容上不难看出，其实它就是集体主义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二者在
本质上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因此，这一新型义利观的合理性在于，将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
证统一作为价值目标，反对将二者对立起来，如果“离开了对集体的关心和考虑，甚至假公济私、以
权谋私、损公肥私，个体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就会丧失殆尽，个人利益也无法正常满足和实现。缺
乏对个体正当利益的关照和保护，集体就会丧失其权威性和凝聚力，所谓的集体也只能是虚假的集

体，集体利益也只是虚幻的利益”③。
2001《纲要》将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提升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之一，“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
社会主义义利观。”显然，这是对 1996年《决议》所首倡和界定的义利观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更为明确
地强调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义利观必须坚持义务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这一补充贯彻了《纲要》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应当“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和“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两大基本原则，这一新型社会主义义利观最鲜明的特色是将义与利即集
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他人利益与自我利益辩证统一起来。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新型社会利益关系的客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现实的个人”是被赋予了利益的主体，是
当时社会利益关系的承载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要

贯彻利益原则，公平公正且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要。每个公民在守法和积极承担
社会应尽责任中，特别是在必须性义务之外的牺牲理应获得奖励性的利益补偿，这本身就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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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德公正性和合法性的要求，具有道义上的崇高性。
义利统一的新型义利观不仅使道德与公民个人幸福生活内在逻辑得到了彰显，而且充分体现了

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根本利益相统一这一根本性质。社会主义道德不再是外在的消极
约束或束缚，它是人们实现自己利益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保障，它是人们能够幸福生活的智慧;同

时，这一道德还是人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目标和可持续幸福的核心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既是目
的又是手段，而且唯有成为他人幸福的工具，才能实现自我幸福的目的，这就是说，人既为自己而活

着，同时又为他人而活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便是社会主义社会新型义利观的生动体现。
2001《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探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文件，“公民道德”成为主

题词，这意味着我国道德建设实现了革命型道德话语向生活型道德话语的思维转换。这一《纲要》除
了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义利观这一新理论外，还有许多伦理道德上的新贡献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

响，比如，在对道德主体的认识上，向更具广泛性的公民主体转换，空前扩大了道德主体的范围，实现

了道德生活上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社会和谐奠定了道德基础;在道德内容上，强化了全体公民的

共识性道德，并概括出具有现实根据和历史依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在道

德要求上，将道德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遵循了公民道德由低层次要求( 如守法) 向高层次( 如

奉献) 发展的递进规律;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上，注重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和工程化，用社会管

理来为公民道德建设创造条件，特别是将柔性的思想教育与刚性的制度保障相统一，提出以法律和

政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既遵循了道德由他律向自律发展的规律，又符合公民道德是

公民共识性的基本道德要求这一底线伦理的特点。总之，2001《纲要》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基
本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向，以此为标志，我国真正进入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自此以后，我国公民

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同时，各地甚至各单位还纷纷凝练具有自己地方和单位

特色的道德价值观，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概括创造了条件。

二、2001《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二十字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的历史意义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概括最初
出自于 2001《纲要》，同时，这一《纲要》又强调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
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在这里出现了“公民
基本道德规范”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两个非常相似的表述。笔者认为，这二者并不矛
盾，因为，“五爱”主要是从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讲道德建设的，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所应当承担的
法定性的义务，是世界观层面的和宏观维度的政治素质要求，而非实践操作层面的调节人际关系的

规范性要求。正如 2001《纲要》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
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
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很显然，“五爱”是从“社会主义道德”这个一般性意义上讲的，
它是由我国根本制度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国民”政治身份意义上的道德，也就是宏观的政治导向层
面上的道德取向，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五爱”的具体化。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第一次概
括出了“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一方面，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五爱”的
精神实质，即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都内含着“五爱”精神，比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表达了
公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和单位的爱;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表达了公民对人民群众的爱; “勤俭
自强”表达了对自我的爱。因此，做到二十字道德规范的要求就是在践行“五爱”精神。另一方面，
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又是对“五爱”的进一步细化，它弥补了“五爱”道德因过于原则化和抽象
化而使其难以具体有效地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之短板。其中“爱国守法”侧重于调节公民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明礼诚信”与“团结友爱”侧重于调节公民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敬业奉献”
侧重于调节公民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勤俭自强”是对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可以说，这二十字

73第 6期 徐梓彦，等 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演进与发展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几乎涵盖了公民个体的所有社会关系，即在自我与国家( 社会) 、自我与单位、自我
与他人、“主我”与“客我”四个基本社会关系层面上都有了最简单最基本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德
要求，比较符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二十字也大致地概括了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这四大类公民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
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客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存在，反

映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这些基本的社会关系调整的应然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
愿望与诉求，因此，必然会发挥出强大的调节力和生命力;同时，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 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核心价值观中的四条公民道德行为准则的简洁概括提供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

的再概括，而且没有超出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范围，这应当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道德作
为把握世界和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它与科学、文艺、法律等其他把握世界和建构美好生活的方
式之不同在于，道德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它是以“应然”的理想再现和引领生活。社会主义道德
与其他社会的道德相比，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它是现实性与理想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的辩证统一。
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既是理想顶天，又是现实落地，真正做到了“顶天立地”。这突出地表现在
道德规范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如，将“守法”视为道德，守法的要求是不损他原则，而不损他是
最低层次的底线道德，也是他律意义上的道德。公民道德生成的基本规律就是由他律到自律、由低
级到高级递进式发展。如果连底线道德都守不住，更高层面的道德便无根基和可能。法是成文的道
德，道德是内心的法，法与德在内容上相互交叉，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二者在调节社会关系中总是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假如只是停留在底线伦理上，就无法引领社会道德关系的发展和
人的道德精神世界的进步，因此，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体系中又强调了最高层次道德的引领，即

“奉献”，而“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和“敬业”便成为依次通向“奉献”这一最高境界的
桥梁。

2001《纲要》特别是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概括，其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一，它极大地提
高了全社会的道德觉悟，为进入 21 世纪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建构适应这一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便成为推动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和公民文明素质提升的战略任务，为此，党中央提出以德治国的新战略，将德治提升到与

法治并列的战略高度。是否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生活能
否有序和健康开展，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能否实现，因此，必须真正以实际行动高度重视公民

道德建设。自此，在全社会掀起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热潮，而且这一热潮始终在持续着。其二，在明确
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基础上找准了公民道德建设着力点进而抓住了其工作的重点，为制定有效的公

民道德建设方案提供了方向指引。公民道德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对象的抽象道德，它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因此，那些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面道德
观念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那些见利忘义和损公肥私等将成为批判和革除的对象，
那些已成社会公害的现象( 如不讲信用和欺骗欺诈等) 将遭到法律等重拳出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这三个公民道德生活的主要方面成为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其三，为如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开拓了新路径和新方案。“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这是 2001 年《纲要》所确立的公民道
德建设的重要方针和原则，自此以后，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我们党和政府采取道德教育常态化和道

德建设制度化这一刚柔并济的新方案。一方面在对突出道德问题重点治理的同时，将道德教育纳入
到国家教育的全过程，融入社会生活的全方位，使道德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重中之重，成为公民生活

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将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效纳入到行政工作中去，成为政绩的重要考核目标;同
时，对底线伦理或成熟和公认的道德进行立法，用法制的力量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使守德者获益，失

德者获害。
经过近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曾经最为突出的诚信问题和公德问题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解决。2001

《纲要》颁发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求是》在 2012年第 1期、第 4期、第 7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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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刊发了三篇署名“秋石”的文章①，对我国的道德现状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公民道德进
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问题上，有了多么
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改革开放意识、竞争进取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
态环保意识，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和创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
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进和提升!”“有充分的
理由可以肯定，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成就同向，与中国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同向，与中国人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向。”②公民道德状况评价的根本标准是
看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人民生活的改善状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况，上述肯定性的评价正是以
此为标准的客观和科学的道德评价。这一客观评价是对受自媒体消极解构式的泛道德化批判思维
影响而使人们对公民道德状况的评价呈现出偏低倾向的重要纠偏，道德自信得到了增强。

三、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育新人”的价值引航

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质的改善后却同时又产生了价值观的扭曲，陷入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
金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误区，严重制约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应有感受。同时，西方敌对出于维护世
界霸权的需要，为了阻止和破坏中国的崛起，不择手段地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渗透，企图

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时，就需要将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到塑造时代新人这一更高的价值信仰高
度。2019《纲要》在总结以往公民道德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清晰地回答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什么、
其重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等关键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指向和引领，培育能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
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③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
里全国人民道德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进而也是最大的道德共识，客观地反映了新时代国家利益、社
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根本一致和统一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国家、社会
和个人这三个不同主体上的具体精神呈现。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位一体”道德主体的
细化，克服了以往道德要求所存在的道德主体过于抽象化和虚化之不足，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国

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和塑造什么样的公民有了明确、科学而合理的基本遵循，因而，它成为新时代
这三个道德主体健康发展的价值引航。所以，以 2006 年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当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概括出来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因此，2019《纲要》强调要将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融
入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种种刚性制度来保障和落实。笔者认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主
要任务就是要将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信仰和外化为行为习惯。
无论何时，公民道德建设都是要使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得到提升，但不同时代面临的公民道德

问题不尽相同。2001年《纲要》根据当时道德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
德作为着力点，并以诚信这个最突出的问题为抓手。2019《纲要》则强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以
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进一步将道德主体进行细化，既细化到不同类型的主体，有国家、社会与个人
之划分( 即根据不同类型的道德主体的不同责任分工履行其不同的公民道德建设的责任) ，又将公民

个体再细化为不同的群体( 即抓住工作的重点) ，且以制度来保障，这就使得公民道德建设真正落细、
落地和落实。
对公民群体中主要群体的划分，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新时代在对所有公民进行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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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为指导和以理想信念为灵魂的道德培育过程中，还要重点关注党员领导干部、青少年和社
会公众人物这三个群体的道德建设。青少年道德养成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一方面，青少年正处
于道德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价值观正确与否会影响其一生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的道德成长
状况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未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①。党员领导干
部和社会公众人物是社会的精英代表，他们的言行比普通大众更具有巨大的道德影响力。党员领导
干部一般都掌握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唯有自觉地进行自我道德革命，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价值信仰，才能安身立命和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社会公众人物对普通群众尤其是
“三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道德暗示作用。这两个群体能够起到普通群众所无可企及的
道德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言:“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总之，以三大群体的道德建设为重点，就抓住
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矛盾。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的持续发力，公民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个人

品德的内容逐渐清晰，它对公民个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也越来越显现，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里首次
提出加强个人品德建设的任务，2019《纲要》首次将个人品德的具体要求概括为“爱国奉献、明礼遵
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这是对个人品德的首次概括，它一方面充分体现为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要体现以培养新人为要务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新时代道德“新人”标准的丰富发
展。这一概括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意义，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难免会使一些人产生投机心
态，因此，必须强调勤劳的意义，2019《纲要》在谈到学校的劳动教育时，特别强调要“强化劳动精神、
劳动观念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免有享乐主义、官能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许多负面的价值诱引，这
就要求人们要能够自强自律。随着国际交往交流的扩大，在礼仪中彰显民族的精神风范便显得尤为
重要，因此，必须要“明礼遵规”。
个人品德的这些新内容既是对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的

道德价值准则的综合，承继了它们的重要内容，又包含了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价值准则中的内容

或相近要求。同时，个人品德规定中又添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和新标准，如遵规和自律。规
则意识是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自律是公民拥有坚定而健康的

道德信仰进而是更高道德文明的体现。在塑造新人的路径和方法上，2019《纲要》将理想信念作为公
民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是其又一亮点，因为理想信念具有指导人生方向的功能，是推动公民进行

道德修养的信仰支撑和重要动力。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头，是人的精神之钙，它对人的生存和发
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以理想信念的培育为切入点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就抓住了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的命脉。
另外，2019《纲要》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创新点，即将网络道德建设这个新型道德建设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网络的产生使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拓展，但这个无限的虚拟空间
里所存在的道德问题也较为严重，网络道德便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课题和道德治理的重点。
同时，生态道德和对外交往的道德礼仪这两个方面的道德建设也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些道德问题是新
时代与公民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重要道德问题，是育新人所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道德问题。
总之，2019《纲要》更加凸显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价值理念，一方面从净化公民的道德环境角度强

化道德建设，如虚拟空间的网络道德、环境空间的生态道德等;另一方面从理想信念这一信仰的高度
塑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在具体举措上采取工程化理念，将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管
齐下。

(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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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idgwick's utilitarianism GONG Qun ·5·

Sidgwick is remembered for his forthright ethical theory and considered as the last important utilitarian ethicist of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He is the first who discovers the apparent conflict between Bentham's and Mill's utilitarianism，i． e．，that
between the pleasure of self and pleasure of others，or“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majority”． Therefore，he
excludes egoism from utilitarianism． Besides，he discusses utilitarianism in the sense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majority． At the same time，his theory also reveal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To solve it，he
appeals to intuition or intuitionism． When promoting intuitionism，he carries forward the thought of Hutchison and Butler，and
starts modern intuitionism ethics represented by Moore．
( 2) Reflections on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20: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body politics SUN Mu-yi ·16·

Body politic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olitical rationality which tak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fe and populations as its subject．
In this sense，combating epidemic is body politics． A state and its institutions should protect every single life and develop a new
“I and Thou”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simply ignore life or repeat mistakes made in history，for by no means is life a tool for
politics or wealth production． Though this is the ideal of“One World”，it should also be given recognition in our time．
( 3) Psychopathology in the post-ethical era: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AN Ji-zun ·24·

Like other epidemics，COVID-19 has torn apart the fabric of our society． It is not only a pathological test on the nature of
social relations，but also an ideological test on the social ethics today． We find that pathology can be used to explain social
situations，and according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 healthy spiritual life． In fact，inspired by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psychopathological method has been borrowed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by social theorists such as Weber
and Baumann，and still works in th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various dimensions． Scholars at home discuss the essence of the
over-one-century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underlying reasons under the topic of the“post ethical
era”． The“post ethics”is als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late modernity or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must be faced with． To live
a healthy spiritual life，we expect the“arrival”of both ethics and morality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ies about our future．
( 4)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mora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research based on two government
documents XU Zi-yan，HUANG Ming-li ·3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ssued two official documents in relation to civic morality construction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mplementation Outline for Civic Morality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utline for Civic Moral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reshaped the mainstream idea of mora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utline of Civic
Morality Construction issued in 2001 created a momentum for strengthening morality that prevail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20-
character code of citizenship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s for the Outlin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tizen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it emphasiz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faiths and core values
to educate“a new young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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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cientists engaged in complexity research such as IIya Prigogine announced the end of“certainty”in the sense of
determinism of Newtonian mechanics，they are seeking a " certainty" ． In Newtonian mechanics，“certainty”is sought by the
law of individual objects that are moving on an orbit in an isolated static state; however，in the science of complexity，
scientists seek“certainty”by taking the open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components as object，studying the transmitting
relations of energy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components and the behavior of component individuals，and revealing the
mechanics of the whole system's emergence，change，and creation，as well as the law of its evolution． Neither Newtonian
mechanics nor the science of complexity is the final result of“certainty”，our exploration of it will never stop．
( 6) The appearance and feeling of Yidao: an analysis of Xiang DONG Chun ·49·

In the theory of Yi ology，Tao( 道) and objects( 器) are distinct but not 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Xi Ci states: “What
is prior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the Tao，and what is subsequent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objects．”A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is image ( 象) ，image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ao． But once the image is viewed by us，it turns into a thing
under discussion and within limits． Therefore，we need to restore image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damage and loss”in order to
return to Tao，which is the process of“forgetting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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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nowledge of how th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ational level is affected by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elps us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ship leve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ultural dimensions play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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